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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

㈲限公司，1997年，459頁。

　　王明珂《華夏邊緣》一書的思路和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作者要

解答的一個具有一般性意義的問題上　　「為甚麽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為

了解答這一問題，作者以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理論為藍本，結合了心理學

有關人類社會「記憶」的經典概念（如「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結

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試圖建構起一套關於「邊緣研究」的模式，替

代以「溯源研究」為特徵的傳統民族史的套路，並以此為基礎解讀歷史中的「族

群本質」（ethnicity）。「邊緣研究」所面對和利用的素材雖然與「溯源」研究

一樣，但對其意義的解讀卻大異其趣。如在運用考古學資料上，「邊緣研究」的

考古學基礎主要建立在「生態考古學」而非「器物學」上；歷史文獻也被當作一

種具有「合理化」特性的、隱含着某種特定時空中利益關係和權力結構的「社會

記憶」來解讀，而非只是對之做「去僞存真」的考證。這也是作者貫穿全書的理

念。

　　在以「生態考古學」描述了「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之後，作者把重點放

在對「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的分析上。例如在探討周人與華夏形成的

關係時，作者著重對周人的族源傳說做了歷史記憶的詮釋，認為包含帝嚳的商、

周族源傳說的意義在於，它透露了在華夏形成的過程中，通過對商、周族源的再

詮釋，以共同的族源記憶將商人與周人結合在一個「我族」的範疇之中；另一方

面，在華夏自我意識建構的同時，需要竪立一個異族（otherness）的對立面以强

化我族意識，東遷周人的西方異族意識也在生成並發生着微妙的變化，隨着周室

政治制度的確立、秦人的華夏化與驅戎，華夏與戎之間的模糊界綫最終被消除，

「戎」完全成為西方「野蠻人」的代名詞，華夏西方族群邊界至此也完全建立。

華夏西方邊界形成之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族群關係的變化而發生「漂

移」的。這一點正是族群邊界的典型特徵之一，它反映的並不僅僅是「民族遷

徙」的「歷史真實」，而更多是華夏「異族」觀念的變化，作者指出，羌人及其

歷史記憶就是這樣的例子之一。

　　作者從漢人形成及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的角度，分析了華夏邊緣明

確化、固定化的歷史背景，以及由華夏對邊緣族群的「異族意象」與其「自我意

象」所塑造的不同族群關係和不同性質的華夏邊緣。由於「異族意象」的獲得存

在某些主觀標準上的差別，如生態經濟及生活方式的差異、文化距離感的遠近、

社會與政治傳統上的迥異等，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華夏邊緣因而也有不同的性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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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對不同的華夏邊緣的政策和待遇也相應地有所不同。在邊緣異族被一種較

為程式化的意象所定義及其所構築的「民族關係」的模式逐漸成為內在化的「心

理構圖」時，一方面，漢的擴張漸趨達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態地理極限以及

帝國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極限；另一方面，「中國人」的認同也逐漸形

成了邊界的穩定性。在此，作者進一步指出，史籍中所見對邊疆四裔、外邦異族

的「知識」建構（如關於「奇風異俗」、「奇珍異產」等），不僅是用以辨識他

者的素材，同時也具有凝聚自我的功能，「華夏」、「中國人」、「漢人」需要

「異質化」的邊緣而不是完全依賴內部的文化一致性來維持自身的認同邊界。

　　在討論「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時，作者以羌族的歷史記憶和臺灣

的族群經驗為例，對這一現象做了深入剖析。通過對松潘地區、茂縣、汶川、理

縣地區和北川地區羌族的考察，作者認為，羌族的歷史記憶包含了三個不同的層

次：一是各溝村寨的「兄弟起源故事」，它以宣稱的血緣關係來維繫一種最基本

的「根基性情感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二是更大地區範圍的「木姐珠

與熱比娃」或「羌戈大戰」故事，它也强調成員間的共同祖先和血緣聯繫，但由

於它是跨溝、寨的，因此它的普及和傳承需要依賴某些特殊人群（地方權威）與

某種特定的儀式（端公儀式）；三是漢人文獻中關於「羌人」的「歷史」故事，

這些故事由於被經典化而成為「歷史知識」，因此其傳遞與詮釋權掌握在「羌

族知識分子」手中。這些不同層次的歷史記憶，對於不同的個人、次群體在不同

情境下的認同具有不同的意義，它們之間既可以是一種共時性的包含叠壓關係，

也可以表現為一種歷時性的變動過程。換句話說，一個統一的「羌族社會歷史記

憶」 並不存在，諸如「被打散的曾經强大的羌族」、「拯救國家危亡的羌族」

或者「安守本分、不謀華姓的羌族」、「受漢人欺騙而被迫住在山上的羌族」

等等，都是這些記憶的內容。儘管他們在「訴說過去的聲音」時，在溝寨間、城

鄉間、地方群體間和社會階層間，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下，會有强弱之別，但一個

「共同的羌族歷史文化」的建構仍然是許多人追求的目標。因此，造成並强化羌

族認同的「共同起源」，並不是他們自然產生的歷史記憶，也不是優勢族群（漢

族）强加給他們的記憶，而是他們與漢族之間及其內部各次群體之間，在現實族

群關係的利益抉擇下對於「過去」的選擇、爭辯與妥協的結果。

　　對於習慣於傳統的中國民族史問題意識、研究路徑和叙事模式的讀者來

說，對於長期受某一種「範式」規約的中國民族史學界來說，本書的研究都

是相當「另類」的。儘管從整個國際人類學界的發展動態來看，這類民族史

（ethnohistory）的研究並不少見，本書的研究方法也算不上是作者的獨創，但

是，就中國民族史研究而言，選擇時空跨度如此之大（時間上縱跨新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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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現代，空間上涵蓋整個中國）、以整體的「中國人」（甚至超越了「中國

人」）為對象，同時又要兼顧某些族群的精細考察，特別是要面對如此浩瀚的文

獻史料以及如此「經典化」的「歷史」，這對於一心謀求「情境化」的歷史解讀

的本書作者來說，仍然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研究無疑是

成功的，不少觀點都顯露出作者在跨學科視野之下的洞見。

　　概言之，本書的研究反映了作者的兩個基本關懷：一是對傳統中國民族史

「溯源」研究的反思，並提出 「民族史的邊緣研究」 的研究模式。作者認為傳統

民族史的套路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研究者受制於某些基本假設，而這些假設實際上

是難以成立的；而邊緣研究則强調對「異例」的詮釋，强調從邊緣看中心的重要

意義。二是在民族史的視野中體現對總體的歷史與分層的歷史的兼顧，强調了歷

史的「典範觀點」與「邊緣觀點」的差異和互動關係。儘管因涵蓋面和側重點的

關係，本書的研究和叙述難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過分强調族群認同的「工具

性」，對「資源」概念運用有失偏頗，以及宏觀的中國大歷史與微觀的族群史、

生活史的配合問題等等，但它在中國民族史的理論、研究框架和方法論的許多方

面，如邊緣研究、人類學族群理論與社會心理學、歷史學（年鑒學派的概念和方

法）的有機結合，以及文獻的田野研究等等，都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啓發意

義的。

黃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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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島敦俊，《總管信仰　　近世江南農村㈳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

出版㈳，2001年，iii，443，338頁。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認識到，共同的信仰，不僅是促使農民形成社

會共同性的重要契機，也是集團「歸屬意識」的外部表現。與此相關的衆多優秀

成果在華南研究的論著中得以充分體現，相對而言，有關江南地域的研究顯得勢

單力薄，絕大多數學者所津津樂道的，仍不離以水利、徭役、商品生產等為紐帶

形成的「顯而易見」的共同體。濱島敦俊卻堅信，在江南民間信仰和祭祀中，同

樣存在着共同性的組織和共同的活動領域，農民日常生活的諸多關係均可以在其

中得到反映。他在研讀同治《雙林鎮志》和鄭光祖的《一斑錄雜述》時，發現了

重要綫索：19世紀中葉進行抗租鬥爭的佃農們，以「村」或「村社」為單位，有

着共同的信仰，他們在行動以前，占卜於神廟；而在鎮壓民間暴動時，官府不僅

逮捕現世的領導者，還會捆綁同「暴徒」站在同一立場的冥界的地方神。濱島由


